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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“北洋”，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习见名词，内涵数变。其源头古意仅是地域名称。第二次鸦
片战争后，转成官职概念。北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，从南到北位移的过渡，在李
鸿章之手，天津的屏障外交作用得以充分发挥。到袁世凯的“北洋”，含义再变，前此侧重外交和洋务的意
味淡去，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系的命意，进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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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Pei Yang( 北洋) is an idiomatic expression in modern China． Originally，it was a place name; after the Second
Opium War，it became the government post，the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Trade for the Northern Ports was a change of
Chinese diplomatic power from regional politic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． The screen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given
full play by Li Hong － chang． Pei Yang became the name of important faction in the Yuan Shih － kai times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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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洋”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声名显赫的
习见名称①，内涵凡有数变。吴虬所撰出版于
1937 年的《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》一书开篇即
是“北洋派之语源”，谓“北洋”，“已成近代史上
习见名词，但多忘其语源”。不过，其给出的语
源解释也颇概略，不得其详②。

一、“五口”、“南洋”、“北洋”

“北洋”，源头古意仅是地域概念。宋人言
:“北洋入山东，南洋入江南。”③明人称 :“去岁
天津遭风，五船飘入北洋。”④清人说:“上海、崇

①对于“北洋”的名称，研究先进们曾多有涉及，诸

如荣孟源先生的《北洋军阀的来历》(《历史教学》1956

年 4 月号) ，以及来新夏先生有关北洋军阀的诸多研究

文论，均为具开创性质的研究。近年来，对此作出较深

入研究的是张华腾先生，他曾对北洋军阀、北洋集团概

念的使用有过杰出的分析;其著作中还指出“北洋”一词

最初纯粹是地域概念，后转成政治概念，参见氏著 :《北

洋集团崛起研究 ( 1895—1911) 》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，

第 1 页。但研究先进们主要从袁世凯的“北洋军阀”分

析。本文侧重于对整个“北洋”概念流变的梳理。

②吴虬:《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》，中华书局 2007

年版，第 5—6 页。

③文天祥: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 13“别集”，四部丛刊

景明本，第 305 页。

④程开祜:《筹辽硕画》卷 44，明万历刻本，第 1053

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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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、海门、通州有熟悉北洋，专载客货往来关东、
天津、登莱、胶州。”①《清实录》也记述:“上海各
项船只有南洋、北洋之分，北洋沙船有印照戳记，
南洋闽粤各船归行户专管。”②可证，历史上的
“北洋”，泛指中国北方近海的地域海域。
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“北洋”在地域概念

中掺入了官职概念。概念的转变是清朝屏障外
交的产物，其间反映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构建近代

外交体制的步步演进。屏障外交，是鸦片战争后
清政府外交的重要特点。清政府先后设置过三
道屏障。
第一道屏障———广州。管理者名曰“五口

通商大臣”。广州远离京城，又有一整套对付外
人的“旧制”可以依循，无疑是设置屏障的合适
地点。于是，鸦片战争后清朝建立了“广州外交
体制”，主要内容是: 把对外交涉安排在广州进
行，具体经办人是广州最高官员———两广总督，
每每享有“钦差”头衔，扮演着清朝外交部长的
角色，两广总督府也就是清朝的外交部，独享办

理“各省海口通商”专权③。而在 1844 年签订的
中法《黄埔条约》，称是职为“总理五口大臣”④，
表明此专属身份获外国认可，职责是统理广州、
上海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五个对外通商口岸的事
务，开始五口通商大臣的建制。这套体制在设立
的头几年，因为担任粤督的正是广州外交体制的

重要设计者———耆英，所以因人成事，还能基本
运转。但从 1848 年开始，改由徐广缙主政，情况
发生变化。道光在任命徐广缙代理粤督时告知
:“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”⑤。“徐广缙以粤事咨
商云贵督臣林则徐，林则徐答以人心可用。……
该督遂与抚臣叶名琛同鉴前督之失，务从公议，

顺民心，俾同仇敌忾之民，智效其谋，勇效其

力。”⑥徐广缙也检讨此前对外人“抚驭过宽”，
上奏“官即应用民以制夷”⑦，注意从民间汲取
抗夷资源，利用民众力量来推挡外人。以徐代
耆，不仅是官员的调动，且是朝廷政策的转向⑧。
继徐广缙之后的叶名琛对外更强硬，“名琛木
强，勤吏事，顾狃于前功，以粤民锐悍为可常恃。
冀雪大耻，尊国体，驭外夷务严，每照会至，辄略

书数字答之，或竟不答。诸酋咸怨。”⑨徐、叶所
为也得到道光帝支持，嘉许“‘远胜十万之师，皆

卿胸中之锦绣，幹国之良谋，嘉悦之怀，笔难尽

述’。寻又明降谕旨，褒扬备至，并及名琛。锡
封广缙子爵，名琛男爵。有清一代，以樽俎之劳，
荣膺五等，如彼二人遭际之盛者，罕有其匹

也。”⑩外国来华代表无法与之面见交涉，只好转
道福建、浙江、上海、天津等地谋求交道，但这些
地区的大臣又没有从朝廷获得与外臣交涉的授

权，只得劝说仍回广州办理，外国的驻华代表们

成为居无定所的“游击公使”，携带沉重的印信
文件在各口岸间来往，却找不到交涉对象。“夷
船即由天津折回上海，旋复由上海启碇回粤，忽

南忽北，往返徒劳。”瑏瑡由此也给清政府带来两难
抉择。清廷一面觉得叶名琛“老将不会面”的策
略很解气，外臣交涉，多是对中国不利的麻烦事，

①陈文述:《颐道堂集·文钞》卷 1，清嘉庆十二年
刻本，第 908 页。

②《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》卷 360，道光二十一年十
月下，第 17 页。

③文庆等 :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 道光朝) ，中华书局
1964 年版，第 2816 页。

④王铁崖编:《中外旧约章汇编》第 1 册，三联书店
1957 年版，第 58 页。

⑤瑏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:《鸦片战争档案史
料》第 7 册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，第 836、988 页。

⑥宝鋆等: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 同治朝) ，台北文海出
版社 1966 年印行，第 7185 页。

⑦徐广缙:《思补斋自订年谱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

第二次鸦片战争》( 3) 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，第 4

页。

⑧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，给事中曹履泰的上奏便反
映了这种转变，“奈其时督抚耆英、黄恩彤等一味诓怯，

任意欺朦，上辜国恩，下失民望”，“而此日督抚徐广缙、

叶名琛等，又能内受指使，外察机宜，识夷人之无能为，

知民情之大可恃”，朝廷也能“改弦而更张之”。中国第
一历史档案馆编 :《鸦片战争档案史料》第 7 册，第
934—935 页。

⑨七弦河上钓叟:《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》，中国史
学会主编: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( 1) ，第 212 页。

⑩筱园:《粤客谈咸丰七年国耻》，中国史学会主编
: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( 1) ，第 241 页。

不见面很好;另一方面，徐、叶的做法使得广州外
交体制陷于实际上的废弛，两广总督代办国家外

交的角色遂陷于无用。民气未能很好地被主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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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员们利用，在对外斗争中作为有理、有利、有节
的利器，终至局面不可收拾。1856 年爆发的第
二次鸦片战争，联军的首先攻击点就是广州，广

州屏障外交的作用就此完结。“向来办理夷务，
本来通盘筹划。不过来到天津，支应回广东去，
而广东亦不过搪塞了事，故，事终不了。夷人机
警，窥破此情，故于我全用劫法，不独叶名琛被劫

去，近日抚局亦系劫成。”①鉴于此前清政府将
“外交部”放置广州而无法发生效用的教训，列
强很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逼迫清政府将外交机

构移到北京，与清朝中央而不是地方当局打交

道，外国使节也须驻扎北京。公使驻京成为中外
交涉的重点。对“外国使节驻扎北京的权
利———中国方面曾经在天津表示强硬的反对，甚
至在最后片刻，还曾经如此坚决地表示‘万难允
行’，以致额尔金伯爵不得不提出最具威胁形式
的最后通牒。”②按说，各国外交代表常驻出使国
首都是近代外交惯例。清廷的深拒，一是担心外
使入京后会直接挟制中国中央政府;二是出于传

统的礼仪顾虑，作为战败国，三跪九叩大礼是不

好再提，但帝威所在，又不能不讲究这些礼仪，索

性来个不会面。所以，《天津条约》签订后，咸丰
并不甘心，指示谈判代表不惜以豁免进口税和鸦

片弛禁等重要利权的让与来换取放弃公使驻京。
此间，清廷设置的中国外交的第二道屏障，

就是外交中心由广州北移江南，管理者名曰“南
洋大臣”。1859 年 1 月 29 日，咸丰上谕 :“至上
海现办通商事宜，与广东相距较远，著即授两江

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，办理各国事务，所有钦

差大臣关防，著( 两广总督) 黄宗汉派员赍交何

桂清祗领接办。”③至此，广州外交被江南外交替
代。“南洋自五口通商，外洋麇集，换条约诸事
交涉纷繁，咸丰八年，曾颁钦差大臣关防，或归两

广总督，或归两江、江苏督抚兼管。”后来定归两
江总督专责，有“南洋大臣”之称④。这是清政
府妥协折中的方案，一方面，外交中心由广州北

移江南，由两广总督移送两江总督，江南较之广

州，距京城更为接近，上海等江南地区又是西方

在华势力最强盛的区域，是外人聚集最多的地

方;另一方面，仍旧将外交放在远离京城的地点

进行，设一屏障，以避直接锋芒。试图让外人能

够接受。但各国使节接受广州外交的教训，不再
愿意和远离京城的地方官员办理外交，英使额尔

金( Lord Elgin) 明确“声言不能与外省大臣商办
公事”，其与法国副使哥士耆 ( Comte Michel Al-
exandre Kleczkowski) 经过上海时，拒绝与南洋大
臣薛焕见面。美国公使蒲安臣 ( Anson Burlin-
game) 来华后，薛焕多次照会，都不理会。薛焕
上奏感叹 :“与各国公使，已无可会商，领事等
官，更难遥为驾驭。……是臣虽职司通商，而于
抚驭远人，稽查榷课，均系有名无实。”⑤自屏障
从广州转移江南后，主事的地方官不再采取广东

官员拒绝外臣的办法，对外使主动迎合，对交涉

要求积极办理。但问题出在外方，对江南交涉不
感兴趣，担心这又是将外臣推出远离北京的地界

办理外交的故伎。设在江南的第二道外交屏障
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。因在“公使驻京”
等问题上无法妥协，战火再起，英法联军大量增

兵，1860 年 10 月 13 日，北京史无前例地第一次
被西方军队占领。“由于手枪正对准咽喉，所以
( 清朝) 钦差大臣们也只得接受英国的全部要

求”⑥，“战争的结果而解决了最重要的一点就
是”外国公使常驻北京⑦。

①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( 2) ，第 317

页。

②( 美) 马士著、张汇文等译 :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
史》第 1 卷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602 页。

③贾桢等 :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 咸丰朝) ，中华书局
1979 年标点本，第 1245 页。

④王之春:《清朝柔远记》，中华书局 1989 年点校
本，第 331 页。

⑤宝鋆等: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 同治朝) ，第 581—584

页。

⑥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( 6) ，第 172

页。

⑦马士: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第 2 卷，第 52—53

页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第三道屏障设立，地点

在天津。管理者名曰“北洋大臣”。此时，统理
清朝外交的中央机构——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
经成立，外使也已驻京。但清政府仍未放弃在京
城之外设立外交屏障，借以推挡外人的传统设

想。天津是离北京最近的开放口岸和通商大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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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交涉繁多，于是在此设第三道也是最后一道

屏障。奕訢对此设计说得明白:“如天津办理得
宜，则虽有夷酋驻京，无事可办，必然废然思

返”① ;加上《北京条约》开放了更多口岸，若再
由五口通商大臣兼办全部 16 口的通商事务，难
免范围过大。奕訢提出在南北口岸分设通商大
臣②。1861 年 1 月 20 日清廷谕令将北方的牛
庄、天津、登州划归新设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管
理③。三口通商大臣历时十年，基本上是由崇厚
担任。发挥了部分屏障作用，某些外国使节的接
待，对外条约的缔结，对外事务的处理，就是在天

津由三口大臣完成的。但因其职分较低，作用有
限。第三道屏障真正发挥作用是“北洋大臣”时
期，也进而实现“北洋”名目由地域概念变成官
职概念。1870 年，崇厚因天津教案奉命出使法
国道歉，三口通商由大理寺卿成林管理。是时，
工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奉命查办天津

教案，对三口大臣任职的困境有所了解，便奏请

裁撤④。奏上后，朝廷甚为重视，当即让军机大
臣议奏。军机处所议，也感到天津虽有“三口通
商大臣驻扎其地”，但遇到“中外交涉事件均须
地方官相助”时，因为“镇、道、府、县皆非所属，
倘或各存意见，必须函商督臣于数百里外，缓不

济急”⑤。有鉴于此，奏请“三口通商大臣一缺
即行裁撤。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，著归直隶总督
经管，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，颁给钦差大臣关

防。”⑥上谕依准，于 11 月 20 日裁三口大臣，授
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钦差，办理通商事务⑦。“津
海归直隶津海道管理，山海归奉天奉锦山海道管

理，东海归山东登莱青道管理，俱隶北洋。”⑧为
了对应“南洋大臣”的职衔，“与北洋遥峙焉”⑨，
在任命李鸿章为通商大臣的同一天还宣布:“嗣
后南北洋通商大臣暨各省将军督抚等遇有中外

交涉事件务当加意慎密”，行用“北洋通商大臣”
称号⑩。“至是裁归直隶总督兼管，因有北洋大
臣之称，颁发关防。”瑏瑡实际上，此称谓在三口通
商大臣时期就有使用。据《清实录》载，较早用
“北洋通商大臣”名目见于 1867 年 10 月 12 日的
上谕，其中言到“请饬南北洋通商大臣于熟悉洋
务各员中，每处选派二员于十月咨送来。”瑏瑢但此
时，一般是“南北洋”并提，“北洋”不独立使用，

而且，也只偶见于朝廷上谕或少量文书中，担任

者崇厚并不以“北洋”自称，其名衔仍只称“三口
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”等。是时的“北洋”，仍主
要作为地域概念，1867 年 12 月 31 日，丁日昌奏
请创建三洋水师，“一曰北洋提督，驻扎大沽，直
隶、盛京、山东各海口属之; 一曰中洋提督，驻扎
吴淞江口，江苏、浙江各海口属之; 一曰南洋提
督，驻扎厦门，福建、广东各海口属之”瑏瑣。佐证
此时的“北洋”仍指地理方位。不似李鸿章受任
后，直隶总督与“北洋大臣”几乎形成固定的联
配称谓，只要一提“北洋”，时人印象便是官衔。

①中国史学会主编:《第二次鸦片战争》( 5) ，第 347

页。

②③贾桢等: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 咸丰朝) ，第 2676、
2691—2692 页。

④⑤⑥⑦顾廷龙、戴逸主编 :《李鸿章全集》第 4

册，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109—110、109—110、
107—108、108—109 页。

⑧⑨瑏瑤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，中华书局 1977 年点校
本，第 3451、3339、12122 页。

⑩《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 293，同治九年闰十月
下，第 8—11 页。

瑏瑡王之春:《清朝柔远记》，第 328 页。

瑏瑢《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 211，同治六年九月
上，第 32 页。

瑏瑣《湖广总督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创建轮船水
师条款》，同治六年十二月六日，张侠、杨志本等编:《清
末海军史料》( 上) ，海洋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 1 页。

瑏瑥顾廷龙、戴逸主编 :《李鸿章全集》第 30 册，第
112 页。

二、李鸿章的“北洋”

毛昶熙，“以謇谔著声”瑏瑤，可能并未意识到
此奏的意义所在，并非只是一项官职的变动，而

为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别开生面，为汉臣介入清朝

外交开启局面。1870 年 10 月 20 日，李鸿章在
给丁日昌的信函中曾称直督的此一重要兼差，可

能朝廷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瑏瑥。但检视曾国藩
日记，对此事没有言及，可能并未征求或曾氏没

有当回事，不载日记。也是当时所见，殊不知李
鸿章能将“北洋”的职分作得如此之大，轰轰烈
烈，说明外交的日渐重要。鸦片战争以降，外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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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愈益凸显，南北洋大臣即是

外交见重的产物，“自道光以来，海疆日辟，于是
始置北洋、南洋通商大臣，关道及监督隶之。”①

李鸿章兼“北洋”后，于 11 月 13 夜三鼓即
函曾国藩:“通商、海防各事归并，权一而责巨，
鸿章才力实不克胜。”②除了官场谦词的矫情以
外，也强调通商、海防的事权尤大。李鸿章接任
后，深感前此“三口通商大臣职分较卑”，在外事
活动中多有不便，“按照条约，并无载明通商大
臣与领事交涉仪式，往来公文俱用照会平行，迨

崇厚洊升侍郎，相沿已久，碍难更改。兹臣以总
督兼办，又蒙特颁钦差大臣关防，各国和约载有

专条，未便遇事通融，致亵国体而启外人骄慢之

渐。”③认定必须提高“北洋”品级，才能符合直
督名分和中外观瞻。李鸿章认为所任“北洋”并
不是三口通商大臣的延续，而是另开新张，事同

创始④，事务有交接延续，职务却是新创。朝廷
也声明“北洋”为地方督臣中特重的职分:“津案
虽已了结，而蓄艾卧薪之志不可一日或忘，迭经

谕令沿海沿江各督抚力戒因循，绸缪未雨，并因

直隶、江南为南北洋总汇，以曾国藩、李鸿章分任
其事，该督等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，想必能先事

图维。”⑤因外事地位特殊，故而选定重臣，由曾、
李分任，朝廷寄予特别期望。清廷简重臣来担当
重任的意思很明确 :“泰西各邦工商并重，特设
专部经理其事，故利权独揽。中国虽无商部之
设，南北洋两大臣均有通商兼衔，宜由两大臣饬

令各省海关道，于年终时会同税务司将此一年内

贸易情事详加考核。”⑥《清史稿》有言:“国家旧
制，相权在枢府，鸿章与国藩为相，皆总督兼官，

非真相。然中外系望，声出政府上，政府亦倚以
为重。其所经画，皆防海交邻大计。”⑦廖平的比
喻似乎更加形象:“以今制喻之，京师如周，南北
洋大臣如二伯，行省督抚如方伯，各省道员如卒

正。”⑧

也为了外交上的方便应对，遂将直隶总督的

常驻地从保定移到天津。毛昶熙的奏折即强调
了天津的重要性“在京师肘腋，华洋杂处，易滋
事端，一有不靖，关所匪细”; 军机处也考虑到
“天津为畿辅屏蔽，海疆咽喉”⑨。裁撤上谕即
称:“前因东、豫各省匪踪未靖，总督远驻保定，

兼顾为难，特设三口通商大臣驻津筹办，系属因

时制宜; 而现在情形则天津洋务、海防较之保定
省防关系尤重，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，以免推

诿而专责成。……通商大臣业已裁撤，总督自当
长驻津郡，就近弹压，呼应较灵，并著照所议，将

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，每年于海口春

融开冻后移扎天津，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，如天

津遇有要件，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。”⑩李鸿
章接任后对“北洋”就任地点的分析更加到位:“
臣窃维天下大势，首重畿辅，中原有事，则患在河

防;中原无事，则患在海防。保定控扼河朔，又居
直境适中之地，昔人于此建置省城，实得形要，是

以历任总督均须驻省办事，总揽全局”; 那时“天
津偏在一隅，似非督臣久驻之所”。但是“自各
国通商开埠、公使驻京，津郡为往来冲途，尤为京
师门户，关系极重”瑏瑡。朝廷原规定，直隶总督兼
北洋大臣分驻保定、天津，“半岁一移节”瑏瑢。但
李鸿章就任“北洋”后，即申明因为天津教案“余
波”未了，“中外商民惊疑甫定，市肆近颇兴旺，
而外国兵船只仍在津河守冻，未便稍涉疏虞”。
因此不能如期回保定，只能留驻天津瑏瑣。又一再
说明，久驻天津或成“北洋”的常态瑏瑤。从保定
迁移天津，有地缘上的重要意义，反映李鸿章及

朝廷关注点的转移，从省防到国防，从河防到海

防，从内部到外部，从内陆到海疆，从内政到外交

的转变。保定更多关注于“内”，关注于“省”，
天津更多关注于“外”，关注于全国，“又议总督
兼办通商事务，必近驻天津方资镇定。”瑏瑥明

①⑦瑏瑢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，第 3451、12017、1906页。

②顾廷龙、戴逸主编 :《李鸿章全集》第 30 册，第
124 页。

③④⑨⑩瑏瑡瑏瑣瑏瑤顾廷龙、戴逸主编:《李鸿章全集》

第 4 册，第 107—108、129、109—110、108—109、165、
107—108 页。

⑤《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》卷 295，同治九年闰十月
下，第 26 页。

⑥杨家禾:《西学储材六端》，陈忠倚编:《清经世文
三编》卷 20，光绪石印本，第 400 页。

⑧廖平:《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》十论，成都刻四益
馆经学丛书光绪十二年本，第 2 页。

瑏瑥王之春:《清朝柔远记》，第 32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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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在京城必经之途对外使设一屏障的意思，不仅

办理三口事务，而且办理整个中央外交。“直隶
为各省领袖，屏蔽京师。自五口通商，特设北洋
大臣，以直督兼任。形势较他行省为要，体制亦
较他行省为肃。李文忠历任廿余年，庚辛议款，
上相骑箕。”①在李鸿章之手，天津的屏障外交作
用得以充分发挥。
北洋大臣的设置是广州外交体制废弛后，清

朝外交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，从南到北位移的结

果，是传统宗藩外交和地方外交到近代外交和中

央外交的过渡。自此，汉族大臣开始办理清朝的
重要外交事务。李鸿章上任后处理的第一个重
大外交问题，是 1870 年开始的与日本的议约，其
被授予全权与日本谈判，1871 年，李与日本大藏
卿伊达宗城签署中日《修好条规》。1873 年，日
本特派全权大臣副岛种臣来华，“当他路过天津
的时候，曾同李鸿章总督举行了会谈，李氏已经

开始实施在随后的二十五年当中致力于中国外

交关系的卓越影响了。”②1879 年，朝鲜事务从
礼部办理转由北洋大臣直接监督管理，由驻日公

使协助③。而同西方各国的交涉，选派留学生，
海关口岸管理，购置外械武器，等等，均由北洋介

入。此前满族包揽外交，从鸦片战前的《尼布楚
条约》开始的一系列对俄国的边界通商交涉，中
国和英国的第一个条约———《南京条约》、中国
和美国的第一个条约———《望厦条约》、中国和
法国的第一个条约———《黄埔条约》，一直到第
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“四国新约”，战后的中俄
《勘分西北界约记》等等，无例外的都是由满人
包办谈判签字画押。在中日条规前，已经有先是
曾国藩、后是李鸿章主持天津教案的交涉，也有
介入中英新约谈判，但中日条规仍是有清一朝第

一次由汉臣主持签订的对外条约。从当时的情
形看，并无刻意满汉畛域的意识，说明从湘淮军

崛起后，汉臣势力愈来愈大的状况，到这时，有了

一个外交上的转变。也因此成为满汉权力关系
变化的一个分界，满汉权势进入汉升满降的快速

通道。自此以后，汉文本替代了满文本，汉臣替
代了满臣。这便是从李鸿章的北洋大臣开始。
史乘于此有特别说明:“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
事务大臣。十月，日本请通商，授全权大臣，与定

约。”李鸿章“尤善外交，阴阳开阖，风采凛然。
外国与共事者，皆一时伟人。”④李鸿章也自言
:“处兹脊地，又近长安，冠盖络绎，殊苦应接不
遑，点金乏术，招尤致谤。”⑤其工作中心从一省
事务转为全国外交。还不仅此，“北洋”的含义
续有延伸，如军事方面，1874 年，总理衙门创议
筹办海防，提出“先就北洋创设水军一师”，1875
年，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。1888 年制
定《北洋海军章程》，“北洋海军，设于光绪中叶，
直隶总督李鸿章实总之。”⑥“北洋”事务从外交
扩及军界，此延伸点与“洋人”、“洋务”、“外
洋”、“大洋”有密切关联; 又如经济方面，有“北
洋机器制造局”、“北洋官铁路局”等的兴办，“总
督兼北洋大臣李初统淮军至津，立有行营军械

所，旋以北洋经办海防，广置船炮，所有水陆马步

各营需用军器，悉归储存支发，因改名曰‘北洋
军械总局’。”⑦李鸿章甚至在南洋大臣地界的
长江流域特别是上海筹设轮船、电报、煤铁、纺织
等企业。但所有事业均与“涉外”有关，以外交
为出发点，涉及各种“洋务”新政。北洋之“洋”，
一是地域海洋，再是“洋务”。先谓“北洋通商事
务大臣”，后呼“北洋大臣”，又习称“北洋”，用语
日渐简化，说明词语的使用已经约定俗成，蔚然

普及。于是乎，北洋大学、北洋医院、北洋商店、
北洋官报、北洋大药房等名称趋时涌现。

①陈夔龙:《梦蕉亭杂记》，荣孟源、章伯锋主编 :《

近代稗海》第 1 辑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，第 407

页。

②马士: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第 2 卷，第 292 页。

③王彦威、王亮编:《清季外交史料》卷 15，台北文
海出版社影印版，第 1—3 页。

④⑥赵尔巽等 :《清史稿》，第 12016—12017，
12021、4042 页。

⑤顾廷龙、戴逸主编 :《李鸿章全集》第 30 册，第
153 页。

⑦徐宗亮: ( 光绪) 《重修天津府志》卷 24，光绪二十
五年刻本，第 530 页。

《钦定大清会典》中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篇》
关于南北洋大臣的职责描述是:“北洋大臣一人，
掌北洋洋务、海防之政令，凡津海、东海、山海各关
政，悉统治焉。”“南洋大臣一人，掌中外交涉之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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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专辖上海入长江以上各口，其闽粤浙三省，则

兼理焉。”①南洋大臣的权限似乎比北洋还要大，
北洋大臣仅掌北洋洋务，南洋大臣却掌中外交涉

总务。实际上，自总署成立后，长江中下游及东南
各省的中外交涉事件，大事咨告总署，小事各省官

员办理。南洋大臣未发挥多大作用。李鸿章曾数
年兼任南洋大臣，也是同样不被外人待见。但对
北洋，外人却愿意打交道，因由何在?

首先，有体制上的原因，北洋大臣的前身三

口通商大臣就有参与国家外交的传统，李鸿章不

仅继承此例，且加以扩大，仿佛总署的外派机构，

李鸿章几乎参与了此后清廷的一切对外活动，从

接受国书、订约换约，到勘界划界、教案处理、筹
设使领等等。其次，效率较高。“马嘉理案”发
生，总署以查清事实相推诿，威妥玛 ( T． F．
Wade) 认其有意拖延，以绝交相威胁，离开北京，
但在津被李鸿章拖住。使得持续一年之久的交
涉得以解决。待中英《烟台条约》签订，李鸿章
在中外交涉中名声鹊起②。其后更是“近闻北洋
大臣李鸿章屡询，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巧词推谢，

仍诿之北洋，并不一运筹策。朝廷将安用此无用
之总理大臣为耶?”③西方国家意识到:与独当一
面的北洋大臣打交道，要比与有众多兼职大臣的

总理衙门交涉要有效得多，总署是合议制，效率

低下，北洋大臣是首长独任制，或成或否，一言而

决。“在有些事情上，洋人厌倦于等待总理衙门
会议召集到适当人数并在众多大臣中达成谅解，

便跑到天津去从李鸿章总督那里花一个小时就

能解决的问题。”④再次，李鸿章的个人因素。
“李文忠公高掌远拓，才气横溢。中兴名将，三
朝元老。”⑤北洋因为地处畿辅重地，加上李氏的
个人威望，权责不断扩大。“光绪三十年间，朝
有大政，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，事权日重，往往有

言官弹劾，赖中朝信任，未为动摇。”⑥从广州到
江南，再到天津，从“五口”到“南洋”，再到北洋。
前两道屏障相继撤除，中国的外交屏障逐步退往

京师，移往腹心，天津可以说是最后的屏障，而这

道屏障的设置比较成功，外人多视此为清朝中央

外交的延伸，而不是前此的地方外交，李鸿章也

多被视为中央外交代表，而非地方官员，“惟是
枢臣与疆臣事同一体”⑦，“北洋外交”某种程度

上也是清廷的外交。从天津教案后至甲午战争
的二十余年间，清朝外交有某种北京的总署与天

津的“北洋”并存办理的二元化征象。

①昆冈等:《钦定大清会典》卷 100，光绪二十五年
刻本，第 13—14 页。

②马士: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第 2 卷，第 310—
336 页。

③⑦安维峻 :《谏垣存稿》，戚其章主编 :《中日战
争》第 6 册，中华书店 1993 年版，第 515、519 页。

④W． A． P． Martin，A Cycle of Cathay，P． H． Revell
Co，1897，pp． 339—340．

⑤陈夔龙:《梦蕉亭杂记》，荣孟源、章伯锋主编 :《

近代稗海》第 1 辑，第 327 页。

⑥张一麟:《古红梅阁笔记》，上海书店 1998 年版，

第 43 页。

⑧吴虬:《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》，第 5—6 页。

⑨顾炎武: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第 26 册《福建》，上
海集成书局光绪二十七年铅印本。

⑩黄省曾:《西洋朝贡典录校注》，中华书局 2000 年
校注本，第 7 页。

瑏瑡张燮:《东西洋考》，中华书局 2000 年校注本。

瑏瑢张廷玉等:《明史·外国列传四·婆罗列传》，中华
书局 1974年点校本，第 8379页;另见嵇璜:《钦定续文献通
考·四裔考》卷 238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 3955页。

瑏瑣《明史》成祖二，中华书局 1974 年点校本，第 82、
89 页。

“滑稽家尝言:东洋、西洋与南洋、北洋，可以
囊括世界，中国之两洋与外国之两洋遥遥相

对。”⑧时人戏言可为李鸿章的北洋外交作一注
脚。实际上，中国人的“东西南北洋”概念有着与
时俱进的演变。明人称:“盖海外之夷，有大西洋，
有东洋。大西洋则暹罗、柬埔寨诸国”⑨ ;又称“西
洋之迹，著自郑和”，其时所指的“西洋”为南海的
23个国家和地区⑩，实乃近世的“南洋”。明万历
年间成书的张燮所撰《东西洋考》，其“东西洋”的
范围不过是东南亚，而将日本、荷兰等列入“外
纪”瑏瑡。明代所谓“西洋”，实指南中国海及迤西之
印度洋。《明史》曰:“婆罗，又名文莱，东洋尽处，
西洋所自起也。”瑏瑢又曰:“夏六月己卯，中官郑和
帅舟师使西洋诸国”。“夏六月乙巳，郑和还自西
洋。”瑏瑣随着中国人地理知识的拓宽，“西洋”所指
的地域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远，至近代，而成为“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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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”，即欧美的泛称。“东洋”的概念也有变化，从
早期的“东洋则吕宋”① ;到后来特指日本。李鸿
章北洋外交主导的第一个交涉对象就是日本，期

间，俄国也占北洋外交中很重要的份量。这些国
家从地理位置看，距离天津比广州或江南更为接

近便捷，这也是天津“北洋”交涉的重点国，同时
反映出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联愈来愈密切。

三、袁世凯的“北洋”

“北洋外交”既是清朝屏障外交的产物，又
是重头余绪，“以古所未有的机构承担古所未有
的业务，……在传统官制以外另成一种系统。”②

但又是一种新旧杂陈具有过渡性的系统，将外交

推给外地，推给地方官员，为传统外交向近代外

交衔接过程中有意思的现象。“北洋”在李鸿章
年代，似乎成了他一人尊享的专称，张树声等也

曾作过直督兼“北洋”，但在时人眼光中，只有李
鸿章一人堪称“北洋”。李鸿章“兼职成了国家
外交全局的主持人。总理衙门几乎办每一件事
都要向他通报情况，向他咨询，吸取他的主张;他

在北京的外交中枢也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影响。
他还插手驻外使领人员的任用。许多驻外公使
经常向他汇报、听取他的指示。他的外交实权发
展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。”③

甲午战争爆发时，李鸿章的“北洋”外交也
发展到顶峰，以致谏者安维峻发出“枢臣一味迎
合北洋之意，实所不解”的感叹④ ! 随着战事的
不利，李鸿章被迫从直督任上退下，“北洋”外交
戛然而止，继任者无论是临时替换的王文韶还是

受慈禧宠幸的荣禄，或者掌军权的袁世凯，在外

交上都无法发挥李鸿章的作用，北洋大臣专门职

掌外交的原初含义逐渐不存。到 1898 年时，李
鸿章本人也认为“北洋交涉虽多，岂能多于总
署”⑤。外交权逐渐收归中央，先前除南北洋大
臣和海关以外，各地督抚也自设洋务局办理洋

务，在 1907 年东北等省份又改称交涉司等。
1910 年 8 月，清朝外务部奏请将交涉司改为定
制，裁撤各省洋务局。凡交涉省份，设交涉使一
员，办理全省交涉事务，该职的任用权由外务部

掌控。外交权基本为中央收归⑥。任北洋大臣
的陈夔龙言称 :“旧制北洋大臣履新，各国领事

先来拜谒。”⑦清末时也有改变，不再例规谒见。
在国内情势的变迁 ( 国人对近代国际法和外交

理念的理解，与国际外交惯例接轨; 经过几十年

的磨合适应，清政府对外使驻京担忧的减弱，却

对地方当局掌控外交权的顾虑增强等) 和国际

情势的压力下( 列强要求外使入京、互派使节并
发挥实在作用等) ，地方外交屏障或地方外交传

统渐成累赘多余，反而对中央的外交权构成分散

和威胁，由是，清朝外交双中心或多中心的格局

渐次不存，中国的外交单一中心建立，即中央政

府所在地———首都北京。

①顾炎武: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第 26 册《福建》。

②陈旭麓:《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》，上海人民出版
社 1992 年版，第 108—109 页。

③张振鹍:《试论直隶总督与晚清外交》，衡志义主
编:《中华学人论稿·清代直隶总督研究》，中国文联出
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126 页。

④安维峻:《谏垣存稿》，戚其章主编:《中日战争》

第 6 册，第 530—531 页。

⑤⑦陈夔龙 :《梦蕉亭杂记》，荣孟源、章伯锋主编
:《近代稗海》第 1 辑，第 327、407 页。

⑥刘锦藻: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卷 133，职官 19，浙江
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8925 页。

⑧文公直:《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》，章伯锋、李
宗一主编:《北洋军阀( 1912—1928) 》第 1 卷，武汉出版
社 1990 年版，第 1 页。

⑨张国淦:《北洋军阀的起源》，杜春和、林斌生、丘
政权编:《北洋军阀史料选辑》上册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
社 1981 年版，第 1 页。

甲午战后，袁世凯编练新军，“北洋军阀”于
此创建基础，但此时，袁世凯并不能称“北洋”，
因为“北洋大臣”是直隶总督的专属，当时由权
臣荣禄等担任，而袁世凯及所部是不能越级妄称

的。这点，过去常有含混。民国著名军事史家文
公直曾言:“盖清末编练正式陆军始于小站北洋
系，北洋系 ( 亦曰小站系) 之名于是乎产生。”⑧

“北洋”老人张国淦在《北洋军阀的起源》一文中
也说:“甲午中日战争后，清廷深知旧式军队已
不足恃，于是改练新军之说大盛。张之洞首先倡
练江南自强军，亦曰南洋新军，其后袁世凯所练

新建陆军，称北洋新军，盖对南洋新军而言，并无

所谓派( 系) 也。”⑨这些言称是在追溯“北洋系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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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由来，而非当时就称“北洋新军”。甲午战后，
胡燏棻在天津小站所创名“定武军”，袁世凯接
办后称“新建陆军”，小站练兵时代，只能说是
“北洋军阀”的起源，当时并无“北洋新军”的称
谓，这是后人追根溯源时所附加的。时有“北洋
军”的称呼，也是泛指北洋大臣荣禄所部 ( 含袁
世凯部，但不仅仅是此一部) 。恰如《清史稿》所
言:“命荣禄管兵部事，兼节制北洋诸军及宋庆
军。”①1901 年，李鸿章去世，袁世凯继任直隶总
督兼北洋大臣，此后，“北洋”才被袁世凯系统正
式采用，最早见诸官方文字或是 1902 年袁世凯
所拟《北洋创练常备军厘定营制饷章折》②，这
或许是袁世凯首次自谓“北洋”，“北洋常备军”
后简称“北洋军”。不久，清政府统一称陆军，但
习惯仍称袁世凯训练的军队为“北洋新军”或
“北洋军”。
到袁世凯的“北洋”，含义有了再变，前此外

交的意味淡去，而成了派系称谓。李鸿章的“北
洋”时代，侧重外交或与外事有关的“洋务”; 袁
世凯的“北洋”时代，更多地具有了军事政治派
系的意思，尽管也与直隶总督有渊源，“北洋”成
为一个 20 世纪初叶中国政坛上最重要的派系集
团的称谓，北洋从个体变成群体，从一人变成集

团，成为“小人阶之以取富贵者”的主要捷径，
“一曰北洋，袁世凯主之”③，从而形成所谓“北
洋系”。到陈夔龙、张镇芳等更是等而下之，“己
酉，直隶总督陈夔龙病免，以张镇芳为直隶总督、
北洋大臣。”④“北洋”已经失去了前此“北洋”的
命意。到民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直隶的地域含
义也略去，而成为中国主要统治集团的称谓。
从地域到官职，再到派系，从外交到政治、经

济、军事等各方各面，逐波扩大，“前清末造，袁
开府北洋，宪政党人多为北洋幕府所罗致，遂有

以北洋为政治中心之主张，报纸宣传乃有‘北洋
派’三字出现。……自北洋派三字为世人习见，
于是乎，北洋大学、北洋医院、北洋商店先后出

现。最可笑者，北洋武人，类多出自舆台，故伧俗
鄙野之笑史，层出不穷，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

函，常用‘我北洋团体’之句; 王占元在公庭广众
中，自称‘我们北洋派’，并不知私人党援之名，
决不宜自承，更不应见诸正式文牍也。”⑤“北
洋”名称的个中变化与放大，折射出近代中国历
史演变的某些轨迹，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。
作者简介:郭卫东( 1955 － ) ，男，山东定陶

人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责任编辑:方 英

①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，第 926 页。

②袁世凯:《北洋创练常备军厘定营制饷章折》，《袁
世凯奏议》( 中) 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，第 508 页。

③胡思敬:《国闻备乘》，荣孟源、章伯锋主编:《近代
稗海》第 1 辑，第 269 页。

④尚秉和:《辛壬春秋》辛壬大政纪第一上，民国十
三年刻本，第 8 页。

⑤吴虬:《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》，第 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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